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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理性”是互联网时代网络传播空间的重要标签之一，我们对非理性存在概念上的重大误读。

事实上，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而是强调理性的有限性。人们在对网络传播认识和把握的过程中，极易忽
视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价值。文章试图探讨非理性因素在“讲好故事”传播模式中的奠基作
用，以解读场景交互视域下非理性说服的机制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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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叙事表达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延续至今，从充满生活气息的古穴壁画到今天广告的故

事化营销，都穿越了不同时期、跨越了不同种族和文化，使具有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感知、接受和传
播其中的信息，这种不需要知识经验就能够被迅速理解和传递的信息便是非理性信息。
我们对“非理性”存在概念上的重大误读。事实上，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非理性主要强调理

性的有限性。互联网时代，非理性作为网络传播空间的标签之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们
在对网络传播认识和把握的过程中，极易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例如，情绪共振、共
情体验等非理性因素在实现跨越圈层的心理连接和社会认同中的作用、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实践中的创
新引领作用等。
在对外传播领域，“讲好中国故事”是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

方式。在“讲好故事”传播模式中以及场景交互视阈下，非理性说服的机制与规律是什么，非理性
叙事的作用如何体现，都是需要解读和仔细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叙事结构中的非理性因素

希特勒与戈培尔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和宣传、倡导儿童远离暴力和犯罪的动画、印有圣经故事的小
册子以及情节生动的广告……这些看似无关的信息背后有着共同的目的———说服。直接批判、告诫或
讲大道理式的说服，会使受众产生抵触情绪，降低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借助非理性叙事的外壳 ( 如
以诉诸感情的方式) 对信息进行故事化包装来吸引受众并实现说服，是有经验的传播者的常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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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相较于理性阐述式说服人们更能接受非理性叙事的说服? 非理性叙事的说服方式的意义和价值

又体现在哪里呢?

1. 非理性叙事的作用模式
人具有动物属性，理性人的假设只是理想状态，因此针对人的说服需要的不是罗列一条条论据，

而是要通过非理性的方式使受众产生与说服者一致的感受继而引发共鸣，从而使受众接受说服者的观

点。其作用模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感知觉与表象
在日常生活中，外部世界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刺激本身并没有具体的意义，这些信号只有通过人脑

的知觉进行组织和解释后才能被人们理解。① 人类对信息的组织解释的方式和方向大多是天生的、相
同的，这使得人们知觉世界的方式和感受具有了普遍性。当然，在普遍性之外，也存在着个体差异，
但是这种差异更多是由个体先天认知风格以及成长环境不同导致的。② 这就是同一事物可能引发共
鸣，也可能使不同人有不同感受和体验的原因。感知觉所具有的特点使信息可以跨越种族、文化和语
言进行传播，因此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相较于理性陈述与事实分析，一幅简单但寓意丰富的漫画或许

更加有效。
在感知觉的基础之上，“人们在头脑中出现的关于事物的形象”③ 称为表象。表象直观性的特点

使其接近于知觉，概括性的特点使其接近于思维。有了表象的支持，我们更容易理解抽象的概念，以
此为前提形成的形象思维也为我们理解和形成复杂概念提供了帮助。或许是因为表象比复杂概念更易
于被一般人群理解和传播，一众演说家、政治家喜欢通过为他人营造可想象的意象而非抽象性的术语
或政策来获取理解和支持。如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在美墨边境 “修墙”的计划、希特勒 “让德国每
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奶与面包”的承诺，都是借助了表象的帮助。
( 2) 情绪感染与共情
情绪因其独特的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成为非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非理性叙事过程

中，说服者主要通过诱发受众或受众间的情绪感染和共情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情

感性因素这一桥梁，缩短受众从初始态度到接受新态度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小说服的难度。
情绪感染是“感官情绪信息自动化地、无意识地在人际间传递的过程”，感官系统自动完成情绪

传递的过程具有原始性和前意识性。④ 现实中，当我们觉察到他人的情绪表达时，会自动化地、无意
识地模仿他人，并通过模仿激活与之相同的情绪活动的神经表达，使作为模仿者的我们体验到被模仿

者的情绪，从而诱发直接的情绪感染。⑤ 此外，研究者发现情绪感染不仅可以通过直接交互实现，还
可以间接感染注意到情绪输出者的第三方。⑥ 在较大规模的群体或组织中，⑦ 在视频化的互联网环境
中，情绪感染的范围无疑会被无限拓宽。
情绪感染传递的是无意识信息，而共情是有意识的参与，是 “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共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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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倾向，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种”。值得注意的是，共情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取决于生理成熟引发的激素变化，另一方面与社会性别角色倾向相关。一般来
说，进入学龄期 ( 7—14岁) 后，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都开始出现性别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会在进入
青少年期以后扩大，具体表现为女性的认知共情能力更强。① 女性更能理解叙事中的情感表达，产生
共情并被说服。共情与感受共通不同，后者是基于感知觉在身体或心灵上产生的强烈共鸣，前者是可
以站在对方的立场理解对方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说感受共通包含共情。
( 3) 信息加工的“快速通道”
除了感知觉和情绪等心理因素对非理性信息敏感外，人类通过遗传获得的基因也会 “优待”非

理性信息加工。现实中，人们对非理性情绪如恐惧等负面情绪反应更快，这是因为在大脑信息加工过
程中恐惧信息可以通过一条 “快速通道” ( 低通路) 来介导行为，② 从而保证人类在面对威胁时能尽
快做出“战”或“逃”的反应。远古时期，具有这一能力的人类有更大的概率在原始环境中存活下
来，他们的遗传基因使后代在面对令其恐惧的事物 ( 如蛇、疾病、死亡等) 时产生本能的防御性行
为。③ 某些利欲熏心的商人用吓唬的方式和 “包治百病”等非理性话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利用的
就是老年人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而老年人选择相信并购买保健品也是积极面对 ( 即选择 “战” )
这一威胁性事件的防御行为。尽管利用“快速通道”进行非理性表达能获得更好的传播和说服效果，
但其应用角度和应用方向应多加注意和防范。
以上三种非理性的作用模式，说明非理性的信息表达方式既符合人类生理和进化而来的本能特

征，也符合人们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情绪行为，因而非理性的叙事方式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2. 非理性叙事的意义和价值
勒庞 ( Gustave Le Bon) 认为感性比理性更有价值，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一切文明的主要动

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
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④ 作为非理性的一部分，感情或者说感性的力量不可估量。
非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体只受感性的驱使和支配而容易失去理智。应该说，只有感性的感动是暂时的，
与理性交融的感动才能散发持久的光芒。非理性需要的是理性和感性交织共存的状态，感性叙事在运
用非理性因素时也应同时关注其内在的理性逻辑才更能凸显叙事的意义。
根据马斯洛 ( Maslow) 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发展的需要可以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

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5个层次。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当低层次的需要
满足后，主体会追求更高一级的需要，高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低层次的需要并不会消失，但对个体

的影响程度会大大降低。当前，我国已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整体性跨越的历史阶段，群众生存性的本
能需要和安全需要已基本得到满足，归属、爱、尊重成为大多数人的新需要。与此同时，在当下巨大
的社会竞争之下，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压力之下人们真实体会到被理解、认可、接
纳和被爱需要真正的内心触动。因而，基于 “归属和爱的需要”以及 “尊重的需要”的具有陪伴、
理解和关怀意味的非理性说服比 “晓之以理”更具实际意义，而这也是非理性叙事的独特价值所在。

二、从场景到场景交互系统

除了叙事内在的作用模式，场景也是非理性叙事起作用的重要支点。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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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也借由丰富多样的场景实现了从二维到三维、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动的转变。以近几年火爆的网
络直播带货为例，人们在直播间非常容易被主播互动式的语言以及直播场景中其他观众的留言等信息

影响，被这种特殊场景激发出强烈的购买欲，冲动性消费以及之后的高退货率成为直播带货的一大特

点。当然，在 5G逐渐普及的当下，不只是直播，线下支付、线上社交、学习娱乐等各种形式的场景
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场景也从具体的地理概念，转变为时间消灭空间所带来的具体与抽象客体相
结合的概念。
传播学对场景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半个多世纪。20 世纪 60 年代，波斯曼 ( Postman) 首先提出应

把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整体来研究，① 并由此开创性地建立了媒介生态学和相关系科。在当时的社会背
景下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开拓性的观点，但波斯曼媒介生态学中 “传播媒介单向影响受众”的观点并
不能很好地解释不断演进的媒介，Talbott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向互动的观点，指出技术和媒介环境作
为整体与文化、社会和人类的双向对话关系。②

随着互联网向纵深发展，双向的媒介生态关系面对日益复杂的传播现实开始显得力不从心。此
时，Scoble和 Israel将“场景”作为一个整体带入了大众视野。他们认为，场景由空间与环境、实时
状态、生活惯性以及社交氛围 4个基本要素构成，是整体性存在与实际景观结合的产物。③ 此外，也
有学者认为场景由软、硬两种要素组成，硬要素包括场所、景物等，而软要素涉及空间、氛围等，通
过对要素内和要素间的各种成分进行排列组合可以构造出多样变化的场景。④ 这无疑为移动媒体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的入口，然而经典场景理论对自 2016年起全球爆发的人工智能热潮所带来的应用场景
变革以及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却没有涉及，⑤ 而且该理论强调的 “场景五力” ( 传感器、定
位系统、大数据、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 也没有将场景中处于主体地位的人纳入其中。由此，我们
在媒介生态学、场景理论以及早期的格式塔理论和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 “场景交互系统”的概
念，即场景系统内所有单一要素 ( 包括人和人工智能等) 都可以分别或共同与系统内外的一个或多

个要素进行交互，进而对整个场景系统产生影响。
1. 场景交互系统的特点
场景交互系统的概念部分来自于一般系统论，该理论认为系统遵循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原则、

有序性原则和动态原则的基本原则，⑥ 将这些原则推广到场景交互系统中具体为:

整体性原则: 居于场景系统内的各要素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且具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点。
相互联系原则: 场景内各要素可以相互联系、交互，系统中的要素或要素交互后的集合也可以与

其他场景系统中的要素或集合产生联系和交互。
有序性原则: 场景中的要素构造是有组织的，系统整体可以通过熵减走向有序。
动态原则: 系统是开放的，可以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以及信息交换，系统内的要素能够有目的

地生长、迭代和演化。
2. 人在场景交互系统中的主体地位
从传播的目的、效果以及需求的角度看，场景交互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要素应该是具有感受

性、主观性、主动性和反应性的人。场景中的人可以独立或与其他要素共同作用于场景内和场景外的
要素，同时人也可以是场景内和场景外的其他要素单独或共同作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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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客观实在和人工智能要素相比，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或测量场景中人的生理、心理或行为
等感受性、反应性内容以及人的主观意识行为等主动性内容，来确定传播效果的有效性及相应的加工
深度。

三、基于场景交互系统实现非理性叙事说服的可能性路径

处于场景交互系统中的人可以与场景内的一切要素联结，这意味着场景内任一要素的变化或触动

都可能引发系统整体性的反应。因此，具有主观性的人与某一汇集多种特质与形式的场景要素在非理
性叙事的催化作用下，或许会发生迅速而意想不到的特殊反应。例如，通过相互作用产生感受上的共
振 ( 体现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而强烈的感知体验) ，继而引发受众对信息的深层加工或传播行为，

最终导致信息病毒式扩散。引发系统中人的感受共振是信息高效传播的关键，感受共振的实现可以通
过多种路径以及各路径之间的组合实现，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可能性路径。

1. 特殊的时空关系
在以人为主体的场景交互系统中，人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场景系统。在过去几十年中，地理媒介

更多地体现在广告板和街口电子屏幕上，① 而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手机的普及以及人工智能的不断发

展，人的每次移动都意味着媒介场景的变化，在此意义上地理媒介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展。此时，与
人相伴的智能产品成为媒介场景的一部分，通过定位系统进行区域内相关信息自动搜索与推送，从而

引发场景交互系统不同频率和强度的振动。
在一些特定空间，尤其是一些相较于休闲场景对个体有更高的效率和状态要求的工作场景，并不

是所有类型的非理性信息都适合分发，盲目的信息发送可能事倍功半，甚至起反向作用。因此，基于
空间场域的叙事说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在时间维度上，内在的情绪状态和外界的他人活动都会影
响我们对时间的感知，② 季节更替导致的情绪变化也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水平，③ 具有个体特异性的日

程安排等也具有较强的场景特质，因此研究者可以借助大数据获得和分析群体或个人的人口统计学信

息及特点，得到规律性的日程和习惯，从而可以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提供个性化的符合个体时间场景的

非理性叙事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将时间与空间信息相结合作为考量的非理性信息推送，会有更高的
价值和效用。

2. 传受者的个人特质
在场景交互系统中，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收者的个人特质及其独特的使用策略对实现非理性叙事

说服有重要作用。从传播者的角度而言，传播者的亲和力、专业知识以及使用策略等都是影响受众接
受说服信息的重要因素。Nishiyama认为，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在进行说服时会使用不同的说服策
略。④ Martensen等人结合舆论领导、名人代言、植入式广告和用户生成内容等理论探究具备哪些特
征有助于当下新型意见领袖 “公民影响者”说服他们的追随者。结果显示，“公民影响者”的专业知
识、可信度、亲和力、相似性和熟悉性都有助于提高其说服力，可信度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公民影
响者”的说服力体现在他们同时包含两种人———与普通消费者一样的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和拥有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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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地位和品位的领袖的不同的品质。① 此外，还有研究者提出了“模型说服者”框架，用数据预测影
响信息接受者的信念。②

受众的态度、人格、性别等也会在说服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态度角度进行说服研究已有较
长时间的发展，对受众态度的研究主要包括形成和改变两个方面。内隐学习范式认为偏好可以在无意
识的情况下习得，③ 仅仅暴露在某种刺激情境中也可以潜在地影响受众态度的形成，④ 但这种暴露只

与态度形成有关，很难实现态度的改变。对于态度改变，精化可能性模型 (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 和启发式 /系统模型 ( The heuristic / systematic model，HSM) 作为双加工模型的典范，
展现了信息接收、态度改变甚至行为改变的一般过程。⑤ 双加工模型认为，如果接收者有能力并有适
当的动机，他们会详细阐述或系统地分析有说服力的信息。如果是基于数据的、合理的、逻辑性强的
信息，便能达到说服目的，否则就会失败。⑥ 还有研究者认为，人格差异是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
素。⑦ 在验证实验中，他们将每种产品的广告设计成 5种类型来匹配 5种人格 ( 这一理论认为人们主
要有 5种人格) ，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广告越符合参与者的倾向性动机，参与者对广告的评价就越积
极，这说明根据目标受众的个性特征来调整说服性信息是提高信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⑧ Vries 等人
还从性别角度进行验证，发现性别也可以影响动机策略的感知。⑨ 根据 Orji的研究发现，对于处于不
同文化环境的受众来说，不同类型的说服策略对他们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瑏瑠 当同时考虑传播者和受
众的权力水平时，研究者发现，情感性的表达会影响说服效果，当受众权力水平高或情绪表达不恰当

时，情绪性表达就会阻碍说服过程。瑏瑡 总之，传播者可以根据受众的态度、个性、性别、权力显示和
文化差异对叙事信息进行调整，从而使信息更具说服性。

3. 语言的呈现
语言是传递说服信息的载体。在叙事过程中，根据语言信息输入通道的不同，可以将人们对于语

言的理解分为言语理解和阅读理解，前者是借助听觉输入的语音材料来构建意义，而后者需要通过视

觉识别文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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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知识经验以及对于特定语境的预期会影响人们对言语等的感知和对阅读等高级认知活动的

操作。① 此外，语篇的理解还受读者推理能力、情绪状态、图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场景化的叙事说服
中，言语理解和阅读理解并非对立面，言语理解可以独立感知，与阅读理解结合则需要视—听跨通道
的复合认知，以提高信息加工的有效性。从受众对信息加工和理解的角度看，Kruger等人发现，在对
视频内容的加工和理解中，看有字幕视频的受众比看没有字幕视频的受众表现更好。② 在一定范围
内，通过视觉方式呈现的语音信号 ( 如唇读) 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被试对语音的理解。③ 以上不同通
道语言表达的研究，为在富媒体场景下如何更好地配置视觉、听觉信息，以及如何提高叙事信息的有
效传递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场景中通过跨通道方式进行叙事说服时，还有一种至关重要且不可避免的
表达，便是肢体语言的呈现。④ Abukhadijeh与 Qasem在大学生中进行了一项随机调查，从眼神接触、
手势和身体距离 3个方面探讨身体语言对说服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肢体语言的使用能够影响对消费
者的说服效果。⑤

4. 特殊的关系模式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可以通过关系感受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在场景交互系统中，人与人、人

与物甚至物与物关系的存在、建立和发展也会影响人们对于叙事信息的接受。
在叙事中，最常见的便是冲突关系。在较为复杂的叙事故事中，对于真善美的倡导通常不是直接

表达而总是借助对立冲突的关系间接体现。Levi－Strauss提出“二元论”，格雷马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解释文学作品的“符号矩阵”理论，将 “二元”变为 “四元”，其中不仅包含对立的反义关系，还
包含矛盾关系和蕴含关系。⑥ 反义关系即为二元论中的对立冲突关系，蕴含关系是指具有相同价值观
和取向的元素之间的关系，而矛盾关系较前两种关系更为复杂，它是指两个没有直接关联的元素通过

第三个元素间接地建立联系。在叙事中，作者可以借助人物的对话、动作或者通过对比服装、背景等
方式建立元素之间非理性的关系，并通过关系的动态变化推动情节、丰富内容，让受众在听和看的过
程中融入故事，最终实现感受共振。
总之，在快节奏、高效率生活的当下，人们需要理性与逻辑，也需要表达关系认同和情感共振的

非理性叙事的抚慰。借由非理性叙事方式和场景交互系统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以场景要素
为依托，立足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实现场景系统适配的信息分发，应该可以成为突
破圈层、扩大共识、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一种有效路径。我们认为，只要将非理性叙事的着力点精
准地放置于场景中某个具体的路径或点位之上，即使较少的传播投入也能够达到迅速吸引受众注意

力，获得最大情感共振的效果，并实现沟通与说服目标的目的。

责任编辑: 刘 扬

451 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 10期·新闻与传播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 Blohm，M. Schlesewsky，W. Menninghaus，M. Scharinger， “Text Type Attribution Modulates Pre－stimulus Alpha Power in Sen-
tence Ｒeading，”Brain and Language，Vol. 214，2021，104894.

J. L. Kruger，E. Hefer，G. Matthew，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Subtitles on Cognitive Load: Eye Tracking and Dynamic Audiovisual
texts，”Conference Paper，Proceedings of the 2013 Conference on Eye Tracking South Africa，2013，pp. 62－66.

L. A. Ｒoss，D. Saint－Amour，V. M. Leavitt，D. C. Javitt，J. J. Foxe，“Do You See What I Am Saying? Exploring Visual Enhancement
of Speech Comprehension in Noisy Environments，”Cerebral Cortex，Vol. 17，No. 5，2006，pp. 1147－1153.

J. Stefano，“Body Language and Persuasion，”Litigation，Vol. 3，No. 4，1977，pp. 31－33，54－55.
M. A. Abukhadijeh，M. F. Qasem，“Body Language and Consumer Persuasion: Evidence from Jord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Inno-

vation Education and Ｒesearch，Vol. 4，No. 10，2016，pp. 177－196.
具体分析案例，可参看徐思远的分析。参见许思远: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视域下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故事建构研究》，

《视听》2020年第 7期。


